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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建构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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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引介到反思再到重建的转变历程,
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存量,但也折射出一些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症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忽视或夸大理论

语境对理论本身的作用;二是没有处理好批判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三是没有形成基于历史唯物主义

前提的“本土化”的研究范式。 下一步的研究应重视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语境中,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与“大

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增强批判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自信和方法自觉,从理论与实践、解释性理论与规

范性理论的张力中去把握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期形成与新时代先进文化建设目标更加契合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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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2 周年,同时也是法兰克

福学派被正式介绍到中国的第 42 个年头①。 作为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我国

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积累

了一定的存量,但也折射出批判理论研究存在的一

些问题,值得在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语境中予以深

刻的方法论反思。

一、引介、全面反思、重建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一)引介阶段

这一阶段内部又分为两个时期:(1)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我

国初步被传播,但学界基本还没有展开研究。 这一

时期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入中国学界的渠道主要有

三种:一是在早期全面介绍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或论文中对大众文化批判有所提

及;二是在介绍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

学理论的著作或论文中有所牵涉;三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现的总体介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

论文,如刘继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
(1986 年)等。 这些早期介绍虽使学界对法兰克福

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了初步的印象,但总的来

说还很不清晰、很不系统。 这种问题突出表现为:常
将大众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等混杂在一起,缺
乏独立性研究;受制于“美学热”和“追求感性解放”
的思想主题,主要引入的是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批

判思想,而对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基本很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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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引介和研究方式上也更偏重于“情”的延伸而

非“理”的扩展,对大众文化批判的社会历史性缺乏

关注。 (2)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随着大众文化在大

陆获得“合法性”地位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所谓“新
启蒙运动”的中断与迷失,学界迎来了对法兰克福

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一

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直接介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

论文,还有不少学者直接投身“批判实践”,使用这

一理论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进行猛烈批评。 在这个

“非常法兰克福”时期[1],学界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的研究呈现出那个年代鲜明的变革特点:一是非常

重视阐述理论的“现实意义”,带有极强的实用动

机,在学理探讨的最后都不约而同地将问题引向了

中国的文化市场化、商品化趋势和现实的文艺批评,
二是融入了告别传统意识形态学术话语的强烈努

力,在“引进”外来理论中几乎排斥了必要的批判性

分析和对本土文化现实的反思。
(二)全面反思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学界内部倾向的分

化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改变,特别是批评理论内部

批判性的发掘与彰显,学界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的态度发生了转向。 一时间,要求重新反思和评估

这一理论及其研究的呼声高涨。 主要包含三个方

面:一是反思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

题,对应的是所谓“错位说”,即“不同时代不同大众

文化格局的错位、社会结构的错位以及文化的错

位” [2],认为这种错位基础上的研究“片面,不得要

领”,甚至“批错了对象,提错了问题” [3];二是反思

之前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接受中存在的所谓“误
读”,对应的是所谓“简化说”,这种反思角度的形成

和学者走出国门直接接触法兰克福学派后学有很大

的关联性,即以更“在场”的身份去对其他学者的研

究进行“纠偏”,“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
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 [4];三是反思大众文

化批判理论自身的合法性,将文化批判断言为一种

文化决定论,讥讽其为“向后看” [5],“在文化脂肪上

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 [6]。 相对前一阶段

的“热闹”,这一时期学者普遍表现出一种清算式的

批判冲动,批判力有余而建设性不足。 虽然对过去

研究中存在的不全面、不系统的问题有所意识,但自

身对理论的把握大都还是停留在简单定性的层面,
有一定方法论自觉但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耐心。

(三)重建阶段

近十几年来,学界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

究热情总体上来说是不高的,在大众文化批判领域

发表文章和专著的数量远少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理

论主题涌现出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这种喧哗之后

的平静更有利于冷静而深刻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离

开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转向了新兴起的文化研究

领域,而仍在文化批判领域的学者则将对大众文化

批判理论的研究向着深入化、系统化的方向前进不

少。 类似赵勇的《法兰克福学派内外》 (2016 年)、
王风才的《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2004 年)等著作,以及王晓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与限度》 (2003 年)、
姚文放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

读”》(2016 年)等论文,都带有鲜明的方法论自觉

和冷静态度,呼吁对待文化问题应有的人文精神和

批判意识,让人看到了重建研究的过程和未来的可

能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忽视平静背后的一些

隐忧,如这种重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话语还很脆

弱,研究者的主要背景大都是文化批评或文化理论

出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重建”过程中没有充分掌

握话语权。 专门研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学者往往

不能充分兼顾整个学派背景特别是与意识形态批

判、极权国家批判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能够兼顾

其中内在关系的学者又缺乏对大众文化具体现象的

学理把握,抑或对大众文化批判兴趣不足。 重建研

究范式的任务正在推进,而相关思路脉络却还不够

清晰。 所有这些,都在新时代制约着大众文化批判

理论研究的深层推进,使之相对于消费主义批判等

领域而言“表现平平”。

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存量

(一)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的研究

对于理论来源的探讨,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法

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整体出发查找其思想源

流。 在其后的研究中,又有更多学者具体考察了大

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 总的来说,我国学界

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的探讨结果可以

分为这样三个层面:一是属“马”的,即马克思的异

化理论和批判精神,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代表的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探索;二是属

“当代”的,包括人本主义与存在主义思潮、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三是属

“传统”的,主要指承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思想传

统以及德法思想中的浪漫主义传统。
对于理论的社会现实背景的探讨,早期的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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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刘继、赵一凡等人比较侧重从学派由欧洲迁往美

国的变迁历史来进行梳理,这对而后学界的研究思

路影响颇深。 学界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社会现实

背景的探讨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批判

对象的成熟及其象征含义,大众文化的“文化工业”
特性被法兰克福学派赋予了相当深刻的象征义———
一种极权主义文化模式,美国的“戈培尔”;二是“晚
期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趋势:经济上反映为福特

制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治上反映为极权国家的

浮现,文化上反映为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新的文化

制度;三是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西方社会弥漫的一

种对文明的焦虑悲观情绪,恰如赵一凡所说,当艾略

特在伦敦空袭警报声中记下他有关文明前景的执拗

看法时,作为社会科学权威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

启示录足以使整个美国思想界屏息并敛声[7]。
(二)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的研究

批判理论的理论或文化语境与批判理论的社会

历史语境事实上是相互包含、相互作用的。 美国当

代哲学家凯尔纳曾指出,“理论”是一种看待世界的

方式。 理论作为“看”的方式提供的是知性与阐释

模式,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现象、关联或整个社会体

系上。 根据凯尔纳的理解,关于批判维度的研究,解
决的就是批判理论如何在特定语境下“看”的问题,
即批判理论如何展开的问题。

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

度的研究共识性相对比较强,基本可以概括为四种

看法:(1)美学和文化学维度,大众文化是被“生产”
出来的文化,大众文化是文化艺术的异化形态,文化

艺术的超越维度和内在批判性被消解,审美情趣消

失殆尽;(2)政治经济学维度,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

征使其完全顺从资本逻辑,文化与资本权力媾和;
(3)意识形态批判维度,大众文化成了欺骗和控制

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为融解人的反抗性、维护现

存社会秩序的“社会水泥”;(4)工具理性批判维度,
大众文化是工具理性极端化的表现形式,机械复制

时代的艺术是工具理性原则的又一次拓展和推进。
(三)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及其在中

国的适用性问题的研究

批判理论的深刻性往往与其局限性相携而生。
由于对其批判对象的依赖性,当批判理论走出特定

时空场域时,其适用性问题就成为其局限性问题的

合理延展,并直接影响着批判理论在新的时空场域

的接受与传播。
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自身局

限性,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浪
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济世情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霍

克海默及其追随者们对于现实历史的发展性见解,
如罗小青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旧的文化贵族立

场,以先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来衡量文化艺术和文

化生产,“理论严重落后于实际” [8];(2)精英主义的

批判立场导致一定程度上“见物不见人”,忽视了大

众的主体性特征,片面夸大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

性及其负面影响,如王晓东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

众文化批判“将理论锋芒过于集中地指向文化商品

化的现象形态”而“没有对大众文化的承载者进行

具体的深入研究” [9],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并

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其
结果也不一定是大众对大众文化的完全认同进而接

受其意识形态控制;(3)批判对象存在错位,批判视

角有所偏差,导致理论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偏激性,
如徐贲指出阿多诺“混淆了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商品

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体关系的极重要的区别” [10];姚
文放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极权倾向

与法西斯主义之间进行的联想、比附并不完全符合

历史事实,“也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逻辑缺陷” [11];
(4)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如范希春认为“法兰克福

学派缺乏有关未来社会的积极设想” [12],汝绪华、汪
怀君则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弱化了对实质的经济利

益根源的分析” [13],这一方面强化了理论家的悲观

主义,另一方面削弱了其批判精神。
如果说对一种“舶来品”自身局限性的研究还

总是存在着与批判理论原生地的种种“隔膜”,那
么,当局限性研究进一步反映为适用性研究的时候,
这种研究就很明显地具有“在场性”特点了,几乎突

破严格的学理意义而成为一种广义的学术界的公共

话题。 因此,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

否适用于中国大众文化发展事实这一问题的研究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国内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中

的核心议题。 质疑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适用性

的一方,上文对“错位说” “简化说” “搔痒说”已做

了陈述,而肯定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合法性

与适用性的一方,则明显在近十几年的“重建”中处

于话语优势。 如陈学明指出,尽管我们不同意对大

众文化全盘否定的观点,但由于当前中国普遍的对

大众文化采取的放任自流的消极主义态度,“法兰

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的振聋发聩的批

判,具有显而易见的警示作用” [14]。 童学炳指出:
“必须有这么一种批判的声音,有这么一支制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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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大众文化才不会滑的太远” [15]。 根据观察,对
适用性问题持肯定性意见的学者们的根据主要有以

下几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存在的种种问

题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对象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

性;中国当前文化发展中缺失的批判精神维度可以

在法兰克福学派身上找到;对适用性限度的更加理

性的说明。 与此相对应,持否定性意见的学者们也

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历史进程

中存在的特殊性;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存在的批判错

位的问题和批判的偏激化、平面化的问题;对以往

“套用”“误读”理论的错误态度的反思以及对“普适

化”理论范式的心理排斥。 可以预见到,随着近些

年中国大众文化的加速发展和学界近几年对“方法

主义”“学术自信”的深度反思,关于大众文化批判

理论适用性问题的争论其内在的张力还将长期存

在,争论还会继续。

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中的

方法论反思与建设性建议

　 　 阿尔都塞在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述时曾

发现,马克思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采用

的是一种“症候解读”的方式。 这种症候解读不同

于一般的表层阅读,是一种反思性的、生产性的阅

读,即从阅读的文本中解读出空白、缺失,进而揭示

以往理论存在的“症候”,并从这种“症候”中生产出

一种新的理论和答案。 “症候解读”归根到底是“场
所变换”和“视野变化”的结果。 笔者认为,阿尔都

塞“症候解读”的理论同样非常适用于对批判理论

的研究。 对批判理论而言,“症候解读”其实就是在

变换了的批判场所用新的理论和现实视野重新审视

原有的理论行为和批判对象,从而超越原有的批判

理论得出新的批判见地和理论建树①。
在“症候解读”理论的指导下,笔者总结出了学

界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几条方法论

“缺失”。
(一)忽视或夸大理论语境对理论本身的作用

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理论启示我们:批判理

论家的批判激情和批判逻辑都是在一定的场所和视

野内有效。 脱离批判理论特定语境的直接挪用,甚
至直接套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概念

体系来批判中国的大众文化,当然是“不合法”的,

不但会导致解释上的无力,而且“触及不到中国大

众文化的实质问题”。 这种研究做法忽视了批判理

论语境对语境本身的作用,导致“错位说”一时间成

为中国学界重新看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

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的认知框架。 但笔者要质疑的

是,这种“错位说”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 “错
位说”本身是否也存在一种认知上的错位呢?

批判理论的理论语境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层

面:关于批判对象和关于批判视野的。 “错位说”的
拥护者们无疑是抓住了这两个层面,去力图说明中

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西方资

本主义大众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因而这种理论

“只具有一定的地域合理性” [16]。 但如果按照这两

个层面来仔细衡量,任何外来理论几乎都是“错位”
的,甚至哪怕本土的理论过去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变

成“错位”的。 批判理论和实践之间永远都不可能

是完全“匹配”的,重要的在于我们透过这种“错位”
学到了什么、得出了什么,而不是按照“错位说”的

逻辑将这种理论的适用性完全否定掉。 不同场所、
不同视野下的批判理论既有其各自的鲜明特殊性,
也有其不可否定的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这正是马

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

础,也是我们研究、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的前提。 忽视理论语境对理论本身的限定作用自然

会遮蔽理论的特殊性,但如果夸大理论语境的这层

限定作用,显然也是不可行的。 这不仅严重违反批

判理论接受史、发展史上的客观规律,也会对我们推

进思想解放、大力吸收外来优秀批判理论资源以分

析本土文化现实的研究事业造成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

论在语境运用上还具有一层特殊性,那就是这种理

论本身就已经跨越了两种文化语境。 法兰克福学派

以客人的姿态和“不适心理”对美国文化现实的省

思,深深打上了另外一种文化语境的烙印。 这种跨

越本身也给法兰克福学派造成了困难,以至其只看

到了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相似性,而忽视了其差

异性。 身处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的我们,自
然不需过分忧虑这样一种强语境化的批判理论与本

土文化现实之间的“错位”关系,但我们似乎也更应

该对“再语境化”的难度有充分的心理预估,同时也

应警惕一种 “脱语境化” “脱内容化” 的研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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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感谢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姚文放教授,他的论文《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 (《清华大学学

报》,2016 年 10 期)使我注意到“症候解读”理论对于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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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谈或很少谈批判实际,而只谈所谓批判精

神的继承,当然这也就算不上所谓学术研究了。
(二)没有处理好批判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

关系

纵观三个阶段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不难

发现一个颇为蹊跷的现象,那就是上文提到的所谓

适用性问题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然成为国内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中的核心议题。 其影响之深

以至于时至今日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者也必得先对

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做“自我辩护”,强调这种批

判理论可以作为我们面对文化现实的“有力武器”。
在批判理论研究领域,这种几乎是“下意识”的研究

态度和思路或许意味着没有真正处理好批判理论与

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
在此,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批判理论与

现实实践之间永远存在的“错位”关系。 批判理论

的使命不仅仅是“密涅瓦的猫头鹰”,也更应是“高
卢雄鸡”。 批判理论和批判理论家们不会安于对社

会实践现状亦步亦趋,相反会时常先于社会实践变

化而做出反应。 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洞见。
那么,如果我们总是出于现在所能把握到的现实实

践状况轻率地为其对应的批判理论“定性”,我们又

怎能不陷入那种似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窘境

呢? 何况,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社会现象又总和我们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

题。 如果我们总是进行“亡羊补牢”式的理论研究,
也就自然会在社会实践的急剧变化面前显得捉襟见

肘、甚至流于知识分子的“无力悲叹”了。 第二,批
判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作用的复杂性。 马克思曾经

训诫我们:“批判的武器”不等同于“武器的批判”,
话中意味实在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批判理论与现实

实践之间互动的复杂性,批判理论转化为批判实践

的困难性,都不仅能在马克思的这段话语中得到验

证,而且能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西方引起的

轩然风波和中国学人“以彼之矛攻己之盾”的失败

尝试中得到验证。 赵勇先生曾改写马尔库塞的一句

话对此做了精妙论述:“理论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

却可以致力于变革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男人和女人

的意识与冲动” [17]。 赵勇先生对理论的这种定位并

不是对马克思理论掌握群众并改变世界论断的反

叛,相反这是对马克思理论释义深层意味的补充说

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就能走出“搔痒说”
以及西方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西马”评论者

的观点带给我们的那种“不自觉”的“羞耻感”①,真
正走向学术研究的思想解放。

(三)没有形成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本土

化”的研究范式

基于对以上两条方法论“缺失”的反思,在大众

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走向“重建”的今天,要想真正搭

建批判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最终还

是要回到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

学理范式的反思上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

判并没有真正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众

文化批判本来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核

心主题之一。 我们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历程

和研究存量的分析,最终方向是要构建一种基于历

史唯物主义前提的“本土化”的研究范式,即挖掘大

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 这恰恰是

以往研究中所缺失的一种方法论自觉。
(四)现时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建设性

建议

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

是: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及

其研究的批判性就不可能深刻。 马克思不仅强调社

会存在的历史性,相应地,也强调植根于社会存在及

其历史变化过程的思想意识也具有历史性规定,这
种历史性规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存在和社

会意识都提出了批判要求,因而也就具有了超越现

实世界的动机和可能。 挖掘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性质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

们可以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中去寻

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之间的

关联性,以及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对其做出全面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评价;二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其理论的

问题意识,特别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社会历史性。
如果我们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知识分子在文

化问题上没有真正继承好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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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学勤的“搔痒说”上文已有提及,具体可见他的《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 年)。 佩里·安德森的观点

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一书,大意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一种“理论与实

践的严重脱节”。 客观地说,朱学勤和安德森的批评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安德森这本书是国内最早引进的国外对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评论著作之一,所以对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认知模式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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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那么,在当代中国这个变换了的批判场所和批判

视野当中,重新挖掘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性质,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首要强调

或许也就可以成为“本土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研究重建的开始。 在此,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研究不应

拘泥于从批判理论到批判实践的传统的“一步跨

越”的研究思路。 我们不妨尝试绕开这当中的“错
位”陷阱,先将批判理论“转换”为建设性意见,然后

作用于本土的文化建设实践。 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

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性产物,同时也是具

有相当历史局限性的产物。 面对这种“必然性”的

社会意识,我们是可以通过把握社会存在对其予以

理论预判,从而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损失”,“克
服”西方“大众文化”发展形态的。 以大众文化批判

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反映了资本逻辑

和工具理性二战后在西方各个领域加速扩展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从经济基础和文化体制建设上对资本

逻辑做出反应,不能从构建总体理性和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上应对工具理性的任意蔓延,那么无论是大

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会落入同样的窠臼之中。
第二,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法兰

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模式,站在大众

文化的“中国问题”背景下,突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理论的“引介”和“反思”阶段,真正接续马克思

的文化批判话语资源,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研究做出建构性分析而非简单的评论性分析。 我们

要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充分估量中国大众文

化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和具体角

色,防止“一刀切”的单一评价尺度和批判标准。
第三,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回到马

克思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线索上来,重新思考

“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历史定位。 法兰克福

学派身上带有的保守文化精英主义立场值得我们深

刻反思,“大众犹如原子”的认知模式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文化研究者与文化大众的隔离关系。 在当代多

种文化形态加速碰撞整合的“整合”背景下,“知识

分子”与“大众”的启蒙式二元对立已不足以处理当

代复杂的文化冲突格局,批判理论研究者必须首先

担当起一种包容、倾听、对话的文化胸襟,从以往凝

视、观察、阐释批判对象的主体认识方式中解放出

来,在多元文化的交往关系中转向不同主体的相互

发现,从而由现象学式的意象构建转向自我批判性

审视。

回顾我国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42
年的研究历程,总的来说确实取得了不少令人欣喜

的成果,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学术研究经验,但我们也

要看到:有些问题例如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内在的丰

富性,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不同成员、前后不同阶段对

大众文化态度的变化;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多

学科方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属

性及其与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学界

进一步研究。 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理论本身就是

一种实践的理论;而实践不仅仅存在于理论的终点,
而且理论开始之时就已出现。 从事实践,并不是要

立足在外在于理论的一个不同的基础上” [18]。 在大

众文化理论研究中,我们既要肯定“大众”在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中的创造性作用,同时也要重视知识分

子和文化精英对“文化工业”的合理关切。 学者们

在思想解放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身份立场,增强

批判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自信和方法自觉,
从理论与实践的深刻互动之中,从解释性理论与规

范性理论的张力之中去把握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我
国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才能真正

走向“重建”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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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cademic circles of our country have studied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
ture through a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introduction to reflection to reconstruction. It has accumulated a certain a-
mount of research stock, but it also reflects some problems. The most important “symptoms”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effect of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n the theory itself was ignored or exagg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al practice wasn’t handled well;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localization” based on histori-
cal materialism was not formed. The next step of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rethink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 intellectuals” and “ popular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academic self - confidence and method consciousness in Marx’ s critical theoretical research,
grasping the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from the tens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anatory theory and norma-
tive theory, in order to get the research results that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building advanced socialist cul-
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Frankfurt Schoo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ss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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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ranslators in the New Era

YANG Na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Abstract:Transla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various social environments over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hich re-
sulted in the change of its functions. This has shown that translators in this new era often come across a few issues
regarding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does not form its industrialization; talent reserving systems are faulty;
professionalism in translation industry has been under scrutiny; resources are hard to find and to share; translation
industry lacks a transparent platform, etc. Success is threatened b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is industry,
and must include embracing technology, adjusting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of univers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This is how translation industry could find its way out of the dilemma which it has
been facing.

Key words:translation; translator; socia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dilemma
56万方数据


